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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叡人與黃錦樹兩位教授費心閱讀拙作，提出批評建議，筆者由衷感謝，謹在此

加以回應。

吳教授的意見有三方面，第一是關於文章的解釋對象。拙作分析的是台灣文學

的本土化典範及其相關爭議等問題，而不是文學界與文學創作的一般現象。吳教授認

為，在應然上，文學工作者的創作美學與史觀無必然關係，兩者的關連多出於特定歷

史因素。筆者非常同意這點，不過台灣社會存在著不同歷史記憶，1970年代以來，本

土化典範爭論的對立雙方，始終涉入國族政治及史觀的衝突，則是歷史的實然現象。

他們對台灣文學史的理解不同，這種差異和當代台灣史的史觀衝突，的確密切相關。

拙作所解釋的，是文學領域中由於歷史（敘事認同）而來的衝突，而這種衝突對文學

具有明顯效應。

第二，是有關「策略的本質主義」概念使用與族群動員的例證。我們無法確知葉

石濤、彭瑞金等人在建構其台灣人、台灣文學論時，是否有意識地定位其本質主義的

認同宣稱只是策略。筆者既找不到經驗證據，而迄今他們也不曾如此宣稱。除了拙文

討論的那些嚴肅自省的理論家之外，在現實的政治、文化過程中，大概很少行動者會

明白承認其認同宣稱只是策略的，我們確實很難找到這一類的經驗證據。 

拙文帶入策略的本質主義討論，主要基於下列認識：就轉化群眾意識、動員與擴

大人們的支持而言，在有爭議的族群與國族問題上，所有本質主義的宣稱，即使不是

有意識而高度自省的，可以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策略運用的意涵。因此拙作的確如

吳教授所言，是從善意的理解出發，承認敘事化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宣稱做為反抗再殖

民的本質化認同動員，有其策略的本質主義性質而無可避免的必要性，然後討論策略

的本質主義這種概念與實踐的可能性。

再者，如吳教授所言，Appiah、Spivak等人提出後殖民主義的策略的本質主義，

在抵抗的實際需要與可能的社會後果之間尋找平衡點，是比較具有責任倫理性質的

思考方式；這種權衡，畢竟不是政客牟取最大利益的工具理性算計行徑。然而即使如

此，本質化認同宣稱所無法預期的社會後果，往往無涉於責任倫理。策略的本質主義

不可能只是策略的，現實政治衝突的驅力帶來的認同建構本質化及類似的對抗，不是

學院理論家以自我克制的內在思考歷程所能支配，而是無法以主觀意願控制、難以預

期的社會過程與後果。吳教授提到進行族群動員的政客與學院理論家常見的關係也許

「是對『策略的本質主義』有期待的天真理論家很容易為理性的政客所利用」。這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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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正屬於現實政治過程中無法以主觀意願控制、難以預期的社會過程與後果的一

部分，而非責任倫理所能駕馭。

上述對第二點的回應，筆者在修訂拙作時，都已納入正文。至於第三，拙作原來

稱台灣民族主義對國民黨的反抗為「再度的去殖民」，有語意含混之處，筆者也已依

吳教授的建議，修改為「反抗國民黨統治的『再殖民』」。

對於民族主義者所建構的歷史敘事，尤其是關於其自身經驗與認同發展者，黃

錦樹教授與筆者有類似的關注。筆者近年的研究，也的確如黃教授指出的知識社會學

取向。不過對敘事與認同在人們的社會存在上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，筆者與黃教授的

看法則有異。黃教授談到民族主義者依當下現實重新詮釋過去為策略或本質，這種現

象呈現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的邏輯，而類似像筆者的知識社會學取向則「適足以洞

悉本質主義者的偽裝及遁詞」。黃教授這些看法，帶有某種值得商榷的「工具論」              

(instr umenta l i sm)色彩，亦即假設敘事與認同的建構，只是一種手段，它們並非表達

了行動者真實的認知與情感，而是必須從它們對行動者的效用與益處來解釋。不過筆

者認為：解釋敘事與認同建構的社會過程，必須兼顧行動者內在意義的詮釋。任何行

動，相對於其外在環境，即使有其工具性、反身性、或被迫的性質，也都在某種程度

上植根於情感與意義的視野中。當敘事逐漸形成，它所蘊涵的某種主體也同時浮現。

人們訴說故事或陳述歷史，也因而理解自我（以及他人）。敘事動態所創造的認同，

屬於建構的活動領域，依賴詮釋以達成具有意義的整體理解，而想像在其中扮演重

要角色。在這裡，主、客對立的關係削弱，也不適合過度以真實∕虛假、手段∕目

的二分方式來理解。筆者對敘事與認同的看法是一種「非工具論的建構論」（non-

instrumentalist constructionism），而研究目的也不在於揭露民族主義者的偽飾、揭露

其掩藏的「真實」自我或認同，而在於理解集體認同發展的社會過程，以及敘事與認

同在人們的社會存在、文化建構與政治過程上的角色與作用。

另外，黃教授論及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主體建構，「弔詭的重複了日據時代台灣

人（尤其是戰爭世代）皇民自我的構造（如何成為日本人）」。筆者的看法是：如果

我們相信可以追求社會的自由、平等、正義，那麼必須重視不同歷史脈絡中人們不同

的社會政治權力關係，不能輕易地將所有的國族認同等而觀之。否則，我們如何區辨

哪些是剝削、壓迫、欺瞞，而哪些是可能帶來更美好未來的集體行動與認同？


